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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嘴鴨對插秧期水稻田的棲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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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洪美珠、許詩涵、曾信翰、葛兆年。2021。花嘴鴨對插秧期水稻田的棲地選擇。台灣農業

研究 70(1):54–66。

台灣是重要的水鳥度冬場所，其中花嘴鴨 (Anas zonorhyncha Swinhoe) 為每年秋冬大量遷徙來台度冬的
鳥類。但天然溼地面臨衰退，不少來台度冬的花嘴鴨轉而暫時棲息於水稻田，故水稻田除了生產水稻，亦成

為度冬花嘴鴨族群的庇護所。花嘴鴨因影響水稻生長而受農民排斥甚至驅趕，目前缺乏友善方法來管理水稻

及花嘴鴨，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於從花嘴鴨的棲地利用方式來探討減緩農民與花嘴鴨之間競合的方法，以期水

稻田兼顧保有水稻生產與花嘴鴨族群棲息的價值。本試驗於 2020年 2月水稻插秧期，在花蓮縣秀姑巒溪的
周圍觀察 212塊被花嘴鴨暫時棲息的水稻田，並收集 9項地景結構因子及 8項微棲地因子數據。結果發現，
花嘴鴨傾向選擇離河川較近或者灌溉水圳沿線附近的水稻田，推測可能是為了節省往返覓食地與休息地的能

量。此外，花嘴鴨傾向避開人工建物，並選擇人工建物比例較少的地點，此現象可能反映了人為干擾的壓力。

從微棲地上的選擇來看，花嘴鴨傾向利用周圍有較高的草叢覆蓋度的水稻田，同時發現水稻田周邊有 20–40 
cm高的草叢是花嘴鴨較常利用的棲地，此種選擇可能也和人類干擾有關。平均水深是另一項重要影響因子，
花嘴鴨數量有隨著插秧期水稻田的水深而逐漸增加的趨勢，而 3–6 cm是其造訪頻度最高的水深範圍。由花
嘴鴨對水稻田的棲地偏好分析結果，本文建議水鳥度冬期間仍然耕作的水稻田，插秧期水深保持在 3 cm以
下，周圍維持 20 cm以下的低矮植被，可能減少花嘴鴨暫時棲息水稻田的機會。鄰近秀姑巒溪或寬度大於 3 
m灌溉水圳的水稻田，在水鳥保護上有其價值，建議政府考慮在此類區域提供水鳥保護補助，以鼓勵農民採
行友善花嘴鴨的耕作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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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稻米是全世界重要糧食作物之一，種植面

積廣泛占地球無冰陸地區域的 1% 且持續在增

加中 (Maclean et al. 2002; Elphick 2010)。大

部分的稻米生長在湛水的土壤裡，田間的湛水

可以抑制雜草與保護秧苗免受極端溫度影響 
(Ferrero & Tinarelli 2008; Elphick 2010; Lon-
goni 2010)。同時，也為野生動物，尤其是水

鳥，提供了半天然濕地的環境 (Lawler 2001; 

Elphick et al. 2010)。全世界的天然濕地因人

類活動逐漸退化或消失，水鳥也被迫轉而在人

工濕地 (例如水稻田 ) 中尋找食物以獲取能量 
(Czech & Parsons 2002; Elphick 2010; Wood 
et al. 2010; Li et al. 2015)。世界各地每年有

數百萬隻水鳥在遷徙過程中利用水稻田作為中

途停留站或作為度冬地 (Elphick et al. 2010; 
Ibáñez et al. 2010; Longoni 2010; Vallon et al. 
2018)，這些水稻田緩衝了天然濕地流失的衝

擊，在提供食物與棲息地上發揮越來越多的功

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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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以，人們對水稻田作為維持生態服務系

統的價值，或水鳥繁殖棲息地的保護功能日益

重視 (Elphick 2010)。
相較於天然濕地，水稻田環境是簡單且

異質性低的棲息地，由多個相似的單元組合 
(Elphick 2010; Elphick et al. 2010)，但水鳥如

何選擇仍然很值得探討。遷移性的大型水禽主

要會依地理尺度的順序來選擇棲息地，分別從

地理區域、濕地系統、特定地點的位置，最後

再到微棲地選擇 (Johnson 1980; Beatty et al.  
2014; Kaminski & Elmberg 2014; Herbert et 
al. 2018)。台灣的地理區域位在許多水鳥主

要遷徙路線上，每年都有大量不同的水鳥來

台過境或度冬。水鳥行經濕地環境時，通常

需利用一系列間接的環境暗示 (environmental 
cues) 去快速評估棲息地的品質 (Hollander et 
al. 2011)。在遷徙時間的限制下，這些環境

特徵在時間序列上必須可靠且能反映棲息地

的品質。例如水稻田可為水鳥提供可預測且

集中的食物來源 (Allen 1987; Stafford et al. 
2010; Herbert et al. 2018)，台灣東部的秀姑

巒溪與兩側面積廣大的水稻田正具備此項環

境特徵。對於特定位置的選擇，水稻田位置

周圍景觀棲地的異質性，可能是影響水鳥選

擇的重要因子，如不同的水域、灌溉溝渠、

草生地、森林等土地覆蓋、棲地的連結，或

距離天然濕地的遠近等 (Amano et al. 2008; 
Fasola & Brangi 2010; King et al. 2010)。 而

水稻田因人工化環境所帶來的干擾，水鳥在其

棲地選擇或行為上都會有所應對。例如美洲

鶴 (Grus americana) 在人類活動區域較高的

地區，通常會避開道路，或者有些個體選擇

鄰近馬路但棲地質量相對較高的位置，以補

償干擾造成的負面影響 (Pearse et al. 2017a,  
2017b; Baasch et al. 2019)。相較於天然濕地， 
在水稻田的戴帽鶴 (Grus monacha) 會花更多

時間警惕或更多的進食以維持活動 (Li et al. 
2015)。對於微棲地因子的選擇，Ma et al. (2010)  
回顧文獻指出影響水鳥會使用濕地的重要因

子，包括水深、水位波動 (季節性的淹水或人

工濕地中的灌溉 )、植被、鹽度、食物的可及

性、食物類型、濕地大小及濕地連結性等。其

中，水深會限制水鳥的覓食機會，因而影響水

鳥的分布已是一致性的結論 (Velasquez 1992; 
Elphick & Oring 1998; Colwell et al. 2000; Iso-
la et al. 2000; Ma et al. 2010; Behney 2020)。

台灣位於東亞澳遷徙線 (East Asian-Aus-
tralasian Flyway; EAAF) 上，是水鳥重要的

度冬場所，但天然濕地在台灣面臨衰退與消

失，不少來台灣度冬的水鳥轉為利用水稻田 
(Lu 2019)。例如每年秋冬大量遷徙至台灣度

冬的花嘴鴨 (Anas zonorhyncha Swinhoe)，選 
擇花蓮縣內秀姑巒溪為其主要的度冬棲息地之 
一 (Shyu & Lin 1993)。花嘴鴨體長可達 63 cm， 
展翅寬可達 90 cm，雄鳥略大。雌雄同色，身體

主要為暗褐色，具有白色眉線與黑色過眼線， 
虹膜褐色，喙黑色其先端為黃色，腳橙紅色。

花嘴鴨的食性為雜食性，以植物性食物為主，

例如水生植物的草籽、芽、根、莖及水藻為

主，也會攝食水生昆蟲及螺類等動物 (Sever-
inghaus et al. 2012)。秀姑巒溪內的食物資源

豐富，花嘴鴨早年多棲息於河川內 (Shyu & 
Lin 1993)，但在近二、三十年來，人為的開

發與水文變化致使河川內可利用的的天然濕

地逐漸消失，花嘴鴨轉而進入兩側的水稻田

獲取食物與休息場所 (Shyu & Lin 1993)。花

嘴鴨在韓國的度冬地，亦多選擇內陸水域如

河流 (47.3%) 和稻田 (28.9%) 作為度冬區域，

且水稻田亦證實被用作覓食場所 (Shin et al. 
2016a)。雖然水稻田緩衝了天然濕地的衰退或

消失，但當花嘴鴨進入農田時，尤其在水稻

剛插秧時期與農民產生衝突，因為牠們會取食

秧苗下方的穀粒，導致秧苗缺損而造成農民的

經濟損失 (Shyu & Lin 1993)。農民為驅趕鴨

子有時採取對環境不友善的方式 (Chen et al. 
2019)，例如施放有毒藥物，但此種作法可能

同時傷害鳥類、其他生物，甚至一般民眾。因

此，有需要探討較友善的水稻田管理措施，並

妥予調整，來減低花嘴鴨在插秧期對水稻田的

暫時棲息與利用。

另一方面，據估計花嘴鴨總數量達 80–
160 萬隻，但整體族群呈現下降趨勢 (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18)。2000 年有超過 14 萬隻花

嘴鴨到達韓國，但在 2003 年則顯著減少至 7–8
萬隻，在韓國的度冬地花嘴鴨的數量亦逐漸下

降 (Shin et al. 2016b)。因此，雖然花嘴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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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尚未到瀕危，但應提早對水稻田等人工濕

地進行管理，可有助維持花嘴鴨族群量，也友

善其他生物及周遭環境。本研究旨在探討水稻

插秧期花嘴鴨在地景 (特定位置) 及微棲地的

尺度上對水稻田的棲地選擇，從其對棲地的偏

好上提出水稻田的現地經營管理，以及政策上

之建議，以期緩和水稻插秧期花嘴鴨與農民間

的競合，並期以提升水稻田作為水鳥族群庇

護所的功能 (Czech & Parsons 2002; Ma et al. 
2010; Giosa et al. 2018)。

材料方法

研究樣區及花嘴鴨調查

樣區位於花蓮縣花東縱谷中段的秀姑巒溪

河谷沖積平原，行政轄區涵蓋玉里鎮與富里

鄉，地勢平坦且多為水稻耕作地的農業景觀。

2019 年平均溫度 23.1℃，總降雨量 1,579 mm 
(2019 年玉里氣象站)。每年約在 2 月及 7 月進

行插秧，插秧期間水稻田會進行水位的調整等

農田管理，此時過境或是留鳥的花嘴鴨，會進

入水稻田覓食或棲息。花蓮縣玉里鎮與富里鄉

水稻田種植的面積廣泛，所種的水稻品種也相

當多樣，例如「台稉 2 號」、「台稉 4 號」、「台

稉 16 號」、「台稉 147 號」、「台稉 192 號」、

「台稉 205 號」等皆是當地主要的栽培品種。

水稻種植方式多以育秧移植為主，插秧的秧苗

來自不同的秧苗場，供苗培育約 18–20 d 後會

進行機械式插秧。插秧後的前 3 d 不進行淹水

以利秧苗與泥土密合，3 d 後放水抑制雜草。

淹水後花嘴鴨逐漸進入覓食，主要是拔起秧苗

以取食秧苗下殘存的榖粒，導致農民必須重新

補秧。當秧苗長高，秧苗下方榖粒消失後，花

嘴鴨即不再拔取秧苗。

調查方式採全區一次性調查，在 2020 年

2 月 13 日至 2 月 22 日的冬季插秧期，劃定兩

側以台九線與 193 縣道為邊界的範圍，北邊從

三民里至南邊的萬寧村 (圖 1)，在劃設範圍內

的水稻田進行全面調查，利用望遠鏡觀察、記

錄花嘴鴨在水稻田的數量與定位取得其 GPS
位置，且即時測量所在農田的各項微棲地因子

如下述。

環境因子調查

環境因子調查分為兩部分：地景結構因

子及微棲地因子 (表 1)，因子乃參考文獻或現

地評估重要者選取之。地景結構因子中，以

花嘴鴨所在位置，劃設 500 m 的環域 (buffer 
zone)，此 500 m 的劃設係依據水鳥飛行、覓

食和躲避干擾所需的緩衝距離。鳥類逃脫天 
敵的驚飛距離 (flight initiation distance; FID) 平均

為 145 m (Mayer et al. 2019)，而 Fox & Madsen  
(1997) 建議敏感水鳥的覓食區域需是牠們 FID
的 3 倍，故取 500 m 環域為範圍。地景結構

因子中，依據文獻指出水域等地景分類之比例 
(He et al. 2011)，以及道路、建物 (Lu 2019) 
等會影響水鳥對棲地的選擇。另依樣區現地

觀察，農田與河流或與較大的灌溉水圳的遠近

亦可能是影響因子，故蒐集 9 項地景結構因子 
分別為：(1) 水域比例 (water area ratio, %)、(2) 
綠地比例 (vegetation area ratio, %)、(3) 沙灘 
地比例 (mudflat area ratio, %)、(4) 建物比例  
(built area ratio, %)、(5) 道路比例 (road area 
ratio, %)、(6) 道路密度 (road density)、(7) 與
馬路的接壤 (road adjacency，以面數代表)、(8)  
與建物之距離 (distance to the nearest build-
ing, m) 及 (9) 與河流或寬度 > 3 m 灌溉水圳

之距離 (waterway distance, m，以下合稱水

道 )。而寬度 > 3 m 的灌溉水圳，依現地觀察

其水流較和緩，通常有植被適合水鳥棲息。水

域依 Google Earth 上取得最相近的日期，即

2019 年 10 月的正射影像資料，繪製秀姑巒溪

地面水及灌溉水圳的多邊形，其他各項地景分

類如農田、植被、沙灘地、人工建物、道路等，

取自國土測繪中心 2015 年的正射影像資料所

做的土地利用類型。以上各項地景結構因子數

值，係利用 QGIS 3.10 (QGIS.org. 2020) 計算

取得。微棲地因子中，依據文獻指出水深與周

圍植被覆蓋情形是影響水鳥選擇棲息地的重要

因子。此外，依現地觀察到農田的平整與否與

秧苗的高度，可能會影響花嘴鴨是否進入水稻

田，故總共調查 8 項微棲地因子，分別為農田

的 (1) 最大水深 (maximum water depth, cm)、
(2) 平均水深 (average water depth, cm)、(3) 農
田平整與否 (smooth or unsmooth)、(4) 秧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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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ling height, cm)、(5) 田埂的草叢覆蓋比例 
(grass coverage, %)、(6) 田埂的草叢高度 (grass 
height, cm)、(7) 灌叢覆蓋比例 (shrub coverage, 
%) 及 (8) 灌叢高度 (shrub height, cm)。

統計分析

使用廣義線性模型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GLM)，檢驗 9 項地景結構因子以及 8 項微棲

地因子。選擇 binomial distribution (log link 

function) 分析地景結構因子與花嘴鴨有使用 
(1) 與未使用 (0) 水稻田的關係。有使用的水

稻田為實際調查到有花嘴鴨的水稻田，未使用

的水稻田係利用 QGIS 劃設的研究樣區內隨機

取樣 100 個水稻田。另外，選擇 Poisson dis-
tribution (log link function) 分析花嘴鴨的數量

與水稻田微棲地因子的關係。GLM 在 R3.6.3 
(R Core Team 2020) 環境下分析。

Yuli Township
study area

Fuli Township

圖 1.　研究樣區位於花蓮縣玉里鎮至富里鄉境內的秀姑巒溪流域旁水稻產區。

Fig. 1.　The study site was located in the rice producing area beside the Xiuguluan River basin in Yuli Township to 
Fuli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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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在 2020 年 2 月期間調查花蓮縣玉里鎮與

富里鄉的秀姑巒溪兩側水稻田花嘴鴨的分布，

共調查 212 塊水稻田，記錄 603 隻次花嘴鴨在

水稻田。刪除高度相關的協變量 (r > 0.5) 後，

以水域比例、建物比例、與馬路的接壤、與建

築物的距離及與水道的距離等 5 項地景結構因

子，進行有無花嘴鴨的二項式回歸分析。其

最佳的模型中 [Δ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corrected for small sample sizes (ΔAICc) = 0, 
Akaike weights (wi) = 0.213]，花嘴鴨的出現

率與水道距離，以及建物比例呈現顯著負相關 
(前者 P < 0.001，後者 P < 0.01，N = 312，表

2)，而與建物的距離呈現顯著正相關 (P < 0.05, 
N = 312，表 2)。以上顯示，花嘴鴨偏好離水

道越近的水稻田區，且會趨避人工建築物 (圖
2)。微棲地因子在刪除高度相關協變量後，共

有平均水深、農田平整與否、秧苗高度、草叢

比例及高度、樹叢比例及高度等 7 項因子進行

普瓦松回歸分析。其最佳的模型中 (ΔAICc = 
0, wi = 0.099)，草叢高度與平均水深與花嘴鴨

的分布數量有顯著正相關 (前者 P < 0.001，後

者 P < 0.01，N = 212，表 2)，表明花嘴鴨對

於水稻田中的水位深度與周圍隱蔽性有一定需

求。從草叢高度與水深的造訪頻度分布圖中可

看出，草叢高度在 20–30 cm 時，花嘴鴨造訪

表 1.　本研究收集之環境變數及其說明。

Table 1.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in the study and their descriptions.
Environmental variable Description

Landscape structure

Water area ratio (He et al. 2011)z Ratio of area occupied by water within 500 m buffer zone of each duck position

Vegetation area ratio (He et al. 2011)z Ratio of area occupied by vegetation within 500 m buffer zone of each duck position

Mudflat area ratio (Lu 2019)z Ratio of area occupied by mudflat within 500 m buffer zone of each duck position

Built area ratio (Lu 2019)z Ratio of area occupied by building within 500 m buffer zone of each duck position

Road area ratio (Lu 2019)z Ratio of area occupied by road within 500 m buffer zone of each duck position

Road density (Lu 2019)z Ratio of total length of road network within 500 m buffer zone of each duck position 
(km km-2)

Road adjacency (Lu 2019)z Number of sides of surveyed paddy field adjacent to roads

Distance to the nearest building (build-
ing distance) (He et al. 2011)z

Linear distance in m from the duck to the nearest edge of building

Distance to the nearest river or irriga-
tion channel with width > 3 m (water-
way distance)y

Linear distance in m from the duck to the nearest edge of river or irrigation channel 
with width > 3 m

Micro habitat

Maximum water depthy The maximum water depth in cm from ten random positions of each surveyed paddy 
field block

Average water depth (Ma et al. 2010)z The average water depth in cm from ten random positions of each surveying paddy 
field block

Smooth or unsmoothy The difference of maximum and minimum water depth above 5 cm was determined as 
unsmooth in the paddy block

Seedling heighty Seedling height in cm in each survey field block

Grass height (Ma et al. 2010)z Grass height in cm in the ridge of paddy field

Grass coverage (Ma et al. 2010)z Percentage of grass coverage in the ridge of paddy field

Shrub height (Ma et al. 2010)z Shrub height in cm in the ridge of paddy field

Shrub coverage (Ma et al. 2010)z Percentage of shrub coverage in the ridge of paddy field
z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collected were based on the paper review.
y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collected were based on the field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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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度最高，30–40 cm 次高 (圖 3)；水深在 3–6 
cm 時，花嘴鴨造訪頻度最高 (圖 4)。

討論
地景結構因子回歸模型顯示，花嘴鴨偏好

離河道或者寬度 > 3 m 灌溉渠道越近，且周圍

建築物比例越低與距離人工建築物越遠的水稻

田。依樣區內現地觀察，度冬的花嘴鴨大量聚

集緊臨樣區水稻田旁的秀姑巒溪且有水之處，

沿溪因水泥堤防少干擾，可能是良好的度冬棲

息地。白天或晚上可見花嘴鴨從秀姑巒溪方向

飛進鄰近兩側的水稻田覓食，可佐證花嘴鴨傾

向選擇利用離河道近的水稻田。偏好選擇在河

道附近的水稻田，可能因為河道是花嘴鴨經常

利用的度冬場域 (Shin et al. 2016a)，選擇離

河道越近的水稻田進行覓食或其他活動，越可

能節省往返水稻田所耗能量。例如紅腹濱鷸 
(Calidris canutus) 花費在往返休息地 (resting) 
與覓食地 (foraging) 的能量不高，僅占每天能

量花費的 10% (Piersma et al. 1993; Pasquier 
2019)；黑腹濱鷸 (Calidris alpina) 的覓食地

離休息地越遠，其密度越低 (Dias et al. 2006; 
Pasquier 2019)。

另外，本研究發現花嘴鴨偏好選擇在農

業灌溉溝渠附近的水稻田上，惟目前對於農

業灌溉水路如何被利用的研究尚不多 (Lawler 
2001)。Foster et al. (1984) 指出，野鴨繁殖時

會利用灌溉溝渠作為交通運輸要道，主要是由

於灌溉溝渠的高度隱密性及其與天然濕地的高

度連結性。而在本研究所調查的樣區裡，有些

灌溉溝渠較為寬廣、水流平緩，內亦有植被覆

蓋，可看見不少花嘴鴨停棲其中，應該是使用

灌溉溝渠作為臨時的休息地。因此，除了交通

運輸功能，推測較為寬廣的灌溉溝渠亦是花嘴

鴨等水鳥的棲所。

花嘴鴨活動會選擇周圍建築物比例低且離

人工建築物較遠的水稻田區域。人工濕地有較

頻繁的人類活動，在有較多的人為干擾下，多

數水鳥會避免選擇不合適的棲地例如道路和 
建築物 (King et al. 2010)。其他研究亦指出，

建築物或道路對水鳥豐度或棲息地的選擇皆是 
負面的影響 (Amano et al. 2004; King et al. 2010;  
He et al. 2011)。在行為的適應上，許多水鳥中  

表 2.　檢測地景結構因子對花嘴鴨的出現率，以及微棲地因子對花嘴鴨數量的最佳廣義線性模型之統計值。

Table 2.　Statistics of the best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GLM) examining effects of landscape structure variables on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the Eastern spot-billed duck and micro habitat variables on the duck’s abundance.
Coefficient Estimate Std. error z value Pr (> |z|)

Landscape structure

GLM (formula = built area ratio + building distance + waterway distance)

AICcz = 264, wi = 0.213

Intercept 2.79 0.43 6.47 9.6 × 10-11***

Built area ratio -0.18 0.06 -2.98 0.003**

Building distance 0.002 0.001 2.33 0.02*

Waterway distance -0.017 0.002 -7.66 1.9 × 10-14***

Micro habitat

GLM (formula = average water depth + seedling height + shrub coverage + grass height)

AICc = 803, wi = 0.099

Intercept 0.23 0.17 1.34 0.18

Average water depth 0.08 0.02 3.10 0.002**

Seedling height 0.013 0.0080 1.55 0.12

Shrub coverage 0.008 0.0050 1.63 0.10

Grass height 0.003 0.0007 4.31 0.00002***

z AIC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corrected for small sample sizes; wi: Akaike weights.
*P < 0.05; **P < 0.01;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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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花嘴鴨在研究地區的分布。

Fig. 2.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astern spot-billed duck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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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花嘴鴨) 當人或車接近到一定距離時，

牠們便會停下覓食開始警戒。若非常靠近時，

牠們便會飛離所在地並盤旋尋找下一個覓食

地 (Platteeuw & Henkens 1997; Rami & Nora-
zlimi 2017)。人類干擾後進行的飛行，常常造

成能量的額外消耗，而降低其適合度 (fitness)。
牠們在微棲地環境的選擇上，也可以看到

人類干擾的效應，水稻田周邊草叢的高度越

高，花嘴鴨的數量越多；且當草叢高度在 20–30 
cm 時造訪頻度最高，30–40 cm 時次高。濕

地周圍的植被除了可以提供植食性的水鳥食

物 (例如種子與莖葉 )，還可以提供隱蔽以避

免人類的干擾，特別是在開闊平坦的水稻田

區 (Hattori & Mae 2001; Ma et al. 2010)。水

稻田周圍多被農用道路包圍作為當地農民交通

通道，水鳥在交通流量高的田區覓食或棲息受

一定程度的干擾 (Ma et al. 2010)。若水稻田

周圍有植被的遮蔽來避免干擾，可能減少受

人類活動干擾飛離所耗費的能量，應付每年

換羽、遷移或繁殖所需的能量較為充裕，甚

至可以降低個體死亡率 (Platteeuw & Henkens 
1997; Goss-Custard et al. 2006; Stafford et al. 
2014)。所以，即使在道路密度高區域的農田

區塊，若有較高的草叢在其周圍，推測花嘴鴨

亦較可能選擇進入。無論如何，花嘴鴨所在的

水稻田周圍為高度人工化環境，又有人類活動

干擾，牠們對水稻田所做的棲地選擇，皆可能

影響飛回繁殖地的能量儲存或是生存率，最終

影響到總族群量 (Rami & Norazlimi 2017)。
水深是另一項顯著影響花嘴鴨數量分布的

微棲地因子。許多研究已指出水深對於水鳥選

擇棲息地發揮了重大作用，是水鳥棲地選擇

的重要變量 (Colwell & Taft 2000; Isola et al. 
2000; Ma et al. 2010; Behney 2020)。水鳥的

型態與攝食策略，決定其可利用之水深範圍，

例如較長的脖子、喙和腳的大型水鳥較小型的

水鳥，可以在天然濕地較深的水域覓食 (Pöysä 
1983; Ma et al. 2010; Vanausdall & Dinsmore 
2019)；小型水鳥使用的水深小於 5 cm，大型

水鳥使用的水深為 5–11 cm。涉水鴨 (dabbling 
duck) 使用的水深可大於 20 cm，潛水水鳥所

需水深大於 25 cm (Isola et al. 2000)。Ma et 
al. (2010) 歸納出大型涉水鴨在濕地活動的水

深 範 圍 為 5–30 cm。Elphick & Oring (1998) 
在研究秋冬有淹水且普遍水深在 10–30 cm 之

間的水稻田，綠頭鴨 (Anas platyrhynchos) 偏
好 7–14 cm 的水稻田，尖尾鴨 (Anas acuta) 偏
好 14–21 cm 的水稻田。花嘴鴨缺乏資料，但

依其體型應與綠頭鴨相當，可能偏好 7–14 cm
的水深。在本研究中，花嘴鴨造訪頻度最高

為 3–6 cm 的水深，比較其他涉水鴨偏好的水

深範圍相對較淺，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調查期

間水稻田普遍的水深在 1–8 cm 不超過剛插秧

苗之高度。這時花嘴鴨進入水稻田主要取食秧

苗下方未發芽的穀粒，即使水位很淺，這些可

用的食物資源仍會吸引花嘴鴨進入水稻田利用 
(Sesser et al. 2018)。

插秧後的水稻田淹水至 3 cm 時，花嘴鴨

開始頻繁造訪。在現地的觀察，花嘴鴨在水稻

田的覓食方式可依水深而有所不同，在水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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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花嘴鴨利用水稻田的周圍草叢高度分布。

Fig. 3.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grass heights in 
the rice paddies visited by the eastern spot-billed du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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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花嘴鴨利用水稻田的水深頻度分布。

Fig. 4.　Th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water depths in 
the rice fi elds visited by the eastern spot-billed du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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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行走啄食地面附近可利用的食物如稻田種

子，若在水較深處，則以游泳方式濾食水面食

物。由此比較，有水或無水的水稻田花嘴鴨

都能夠利用。但花嘴鴨最主要覓食方式是用

涉水方式，可能也是像綠頭鴨一樣以觸覺線索 
(tactile cues) 濾食數公分的水面。以觸覺線索

覓食的物種具有全視野，涉水覓食時可同時警

戒周圍環境，相較於行走低頭啄食，如此能夠

節省抬頭警戒的時間以提升覓食效率 (Guille-
main et al. 2001, 2002)。因此，一旦水稻田開

始淹水至 3 cm 時，可能便於花嘴鴨涉水覓食，

推測這是花嘴鴨造訪變頻繁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顯示水越深，花嘴鴨數量有上升趨

勢，樣區記錄到花嘴鴨群聚最高的隻次數為

20 隻 (其最大水深為 7.8 cm)，其次為 14 隻 
(其最大水深為 8 cm)。7–14 cm 可能為花嘴鴨

偏好的水深。因此，在本調查水深 1–8 cm 的

範圍內，當水位超過 7 cm 時，推測可能是其

所偏好與能利用食物資源的最佳水位。再者， 
花嘴鴨是群聚型的水鳥，群聚有其生存上的好

處，例如可以花較多時間覓食，較少時間警戒  
(Pulliam 1973; Randler 2005; Boukhriss et al.  
2007; Severcan & Yamaç 2011)，並稀釋掠食者 
的風險，符合 dilution and many eyes hypothesis
假說 (Hamilton 1971; Severcan & Yamaç 2011)。 
故當水位到達其偏好範圍，花嘴鴨便越會聚集

在水稻田內棲息或覓食。

水鳥為農業系統提供諸多的生態系服務，

例如在農作期間，稻稈的分解與雜草問題對水

稻農民是很大的挑戰，但透過水鳥尤其是大型

的涉水鴨，牠們的踩踏可以將稻稈壓扁、推入

水下與併入泥土裡，藉此能增加泥土中微生物

對稻稈的分解效率 (Bird et al. 2000; Brogi et 
al. 2015)。另外，涉水鴨在冬季主要是種子取 
食者 (Guillemain et al. 2002)，能降低雜草的

種子種類 (從 38 降至 21 種) 及密度 (降低 90%)  
(Li et al. 2012)。又在整個稻米生長季期間，

水稻與稻鴨共作 (integrated rice duck farming; 
IRDF) 對於雜草的抑制更明顯，因為牠們激起

混濁的水而阻止雜草種子發芽，踩踏雜草幼苗

或以幼苗為食 (Zhang et al. 2009; Furuno 2012;  
Brogi et al. 2015)。在樣區中，本研究觀察到

日夜都有花嘴鴨在水稻田活動且時間相當長，

例如 2 月記錄到花嘴鴨 05:40 天亮前進入水稻

田至 09:00 仍在活動。在這長時間的活動中估

計花嘴鴨對稻稈的分解，或者雜草的抑制應有

相當的貢獻。建議未來有更多對花嘴鴨在水稻

田的行為與對水稻田效益的研究，不僅可善加

運用花嘴鴨提供的水田稻稈清除或雜草抑制等

生態系統服務、減少農民成管理成本，更可促

進水田生態系統的永續經營。

結論

從維護生態系服務價值的觀點而言，本研

究發現鄰近河道或較寬廣灌溉水圳的水稻田較

受花嘴鴨偏好，在水鳥保護上具有較高價值。

因此，建議農政單位可考慮在河川邊緣或農用

水路邊緣提供補助 (棲地維護獎勵金 )，鼓勵

農民對花嘴鴨友好的水稻種植方式。針對這些

農田提供維護重要棲地的生態服務給付，將可

提高農民於休耕期間蓄水、提供水鳥使用，以

及不使用除草劑、毒鼠藥、獸鋏、毒餌、鳥網

等友善耕作方式的意願。未來亦可進一步將這

些區域劃設為水稻田友善耕作的示範區，爭取

更多農民認同及學習，若有更多的水道邊緣區

域用作水鳥的避難所，應可擴大本地對全球水

鳥保護的貢獻。在農民對農田的管理方面，插

秧期水稻田水位深度在 3–6 cm 是花嘴鴨偏好

利用的範圍，建議水鳥度冬期間，農民將冬季

休耕的水稻田貯水 3 cm 以上，可以提供花嘴

鴨作為中途停留站或度冬地。並且在水稻田周

圍保留一些高於 20 cm 的植被，可以增加花嘴

鴨對水稻田的利用率。相反的，水鳥度冬期間

仍然耕作的水稻田，建議插秧期水深保持在 3 
cm 以下，周圍維持 20 cm 以下的低矮植被，

減少花嘴鴨利用水稻田的機會，可減輕農民的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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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at Selection of the Eastern Spot-billed Duck  
(Anas zonorhyncha) in Rice Paddies during the Seedling 

Transplanting Period

Mei-Jhu Hong1, Shih-Han Hsu2, Shin-Han Tseng3, and Chao-Nien Koh4,*

Abstract

Hong, M. J., S. H. Hsu, S. H. Tseng, and C. N. Koh. 2021. Habitat selection of the eastern 
spot-billed duck (Anas zonorhyncha) in rice paddies during the seedling transplanting 
period. J. Taiwan Agric. Res. 70(1):54–66.

Taiwan is an important winter spot for waterbirds. Among them, the eastern spot-billed duck 
(Anas zonorhyncha Swinhoe) migrates to Taiwan for a large amount from autumn to winter every 
year. However, area of natural wetlands in Taiwan is decreasing, and many ducks coming to Taiwan 
for winter turn to use rice paddies. Recently, rice paddies have become a shelter for the eastern spot-
billed duck in winter, in addition to the purpose of food production. However, the ducks are not wel-
comed or even driven by farmers because they affect the growth of rice. At present, there is a lack of 
friendly method to manage both rice paddies and the duck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ways to mitigate conflicts between rice farmers and the ducks based on the duck’s habitat use. It is 
hoped that rice paddies serve the dual purpose of providing food production and functioning as man-
made wetlands that harbor the ducks. In February 2020, we surveyed 212 paddy fields used by the 
ducks in the rice transplanting period around Xiuguluan River in Hualien County. Data of 9 landscape 
structure variables and 8 microhabitat variables were collected for each of the fields. It was found that 
the eastern spot-billed duck chose a rice paddy closer to the river or near the irrigation channel, possi-
bly to save energy on flying between foraging and resting sites. In addition, the ducks seemed to avoid 
buildings and chose a site with a low built area ratio, which might reflect the pressure of human inter-
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habitat choice, the ducks may choose the paddy field covered 
by higher grass,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most commonly chose grass height around the paddy field 
was 20–40 cm. This choice may also be related to human interference. Water depth is another import-
ant determining factor. The number of the ducks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water depth 
of the rice paddy during the transplanting period, and 3–6 cm was the most frequently visited water 
depth range. Based on the result of the preference of the ducks on the paddy field, it suggests that pad-
dy fields cultivated during the winter, kept the water depth below 3 cm during the seedling transplant-
ing period, and maintained surrounding vegetation height below 20 cm would reduce the utilization of 
paddy fields by the duck. Paddy fields adjacent to Xiuguluan River or irrigation channels with a width 
greater than 3 m are suggested suitable for waterbird protec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e government to 
consider providing subsidies on waterbird protection in this area so as to encourage the rice farmers to 
manage their paddies in a duck-friendly way.

Key words: Landscape ecology, Farmland ecosystem, Irrigation channel, Human disturbance, Water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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